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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治实效

方桂荣　钱弘道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310008)

[摘　要]法治必须追求实效,法治建设如何取得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相关研

究已经实现了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已经从定性走向量化研究阶段。皮尔斯的实效主义思想可

以为法治实效理论及实践提供借鉴,实践、实验、检验是法治实效得以实现的三个重要方面。中国法治建

设客观上成效不佳,法治实效研究尚需深入推进。法治评估既是检验法治实效的方法,也是提高法治实

效的一条重要路径。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在法治评估的研究和应用中,要特别强调切合实

践、运用实验方法,并保证公众参与。
[关键词]法治实效;皮尔斯实效主义;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法治评估

OnEfficacyofRuleofLaw
FangGuirong　QianHongdao

(GuanghuaLawSchool,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08,China)

Abstract:Efficacyisakeyconsiderationintheconstructionofruleoflaw.Byshowingtheeffect
ofruleoflaw,and withpublicsupervision,sectorcompetitionand mechanismsofleader
promotion,efficacyisexpectedtoeffectivelymotivatetheconstructorsofruleoflawandassist
theminsettingthecourseofactionandcrackingtheformalismintheconstructionofruleoflaw.
Ifitisignored,theconstructionofruleoflawwillbequestionedintermsofitsrationalityandlegality.

TherehasbeenalonghistoryofresearchontheefficacyoftheruleoflawinChina.
Literaturereviewshowsaclearpictureofitsdevelopmentpathandcharacteristics—fromthe
efficacyoflawtotheefficacyofruleoflaw,andtheemergenceoftypicalresearchparadigmsat
differentstagesofdevelopment.Attheearlieststage,onlythequalitativemethodwasappliedto
theresearchonefficacyoflaw.However,researchersturnedtoquantitativestudyduetothe
flawsofthequalitativemethod.Intheswitchfromtheresearchontheefficacyoflawtotherule
oflaw,especiallytothequantitativeresearchontheefficacyofruleoflaw,theChinaSchoolof



RuleofLaw Practice(CSRLP)hasplayedanindispensablerole.TheCSRLPdemandsof
researcherstoobservetheefficacyofruleoflawinpracticebythequantitativemethodandto
constructtheeffectiveapproachesinaction,whichwillprovideanewperspectiveandadynamic
wayofthinkingintheresearchontheefficacyofruleoflaw.

Amongtheefficacytheoriesabroad,CharlesSandersPeirce'sPragmaticismisrepresentative
andpertinent,andcanserveasaframeofreferenceforourstudyontheefficacyofruleoflaw.
Furthermore,Peirce'sPragmaticismhasanumberoffundamentalprinciplesincommonwith
thoseofthe CSRLP.Forexample,bothofthem focusonthreeaspectsof″practice,″
″experiment″and″test,″whichjustifiestheparadigmshiftintheresearchontheefficacyof
China'sruleoflaw,bringsdeeperinsightsfortheCSRLP,andlaysthefoundationforexpanding
theapplicationandensuringtheeffectofevaluationofruleoflaw.

Thefundamentalpurposeoftheresearchontheefficacyofruleoflawistocracktheproblem
ofpoorefficacyoftheruleoflawinChina.Thisefficacyisaffectedbyvariousfactors,suchas
politics,economy,culture,societyandsoon,butthemainbodyistheprimaryandfundamental
factor.Whentherepresentativebodies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ruleoflaw,suchasthe
government,thepublic,thelegalpersons,etc.,havepoorefficacyinpractice,theurgencyto
realizetheefficacyofruleoflawbecomesprominent.

Variouspathscanbeadoptedtorealizetheefficacyofruleoflaw,andtheevaluationofrule
oflawisaneffectivemechanismofreversalpressure.Thisevaluationshouldbepresentinthe
wholeprocessoftheconstructionofruleoflaw,andbeaninstitutionalguaranteeinthe
realizationoftheefficacyofruleoflaw.Asfortheefficacypathwithevaluationasitscore,itis
necessarytobepracticalindeterminingthetargetoftheefficacyofruleoflaw,experimenting
andevaluatingtheconstructionschemeofruleoflaw,andpromotingthepublicparticipationin
theevaluationofruleoflaw.
Keywords:theefficacyofruleoflaw;Peirce'sPragmaticism;theChinaSchoolofRuleofLaw

Practice;theevaluationofruleoflaw

一、引　言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个关键词是“实效”,既指要追求研究的实际效果,也指要追求法治建设

工作的实际成效。法治实践工作当然必须讲究实效,这在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都可

以找到依据。客观上,“实效”、“成效”、“效果”等词已成为法治建设的热词。习近平同志强调,推进

法治建设要干在实处,注重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1]36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规定了“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提高普法实效”、“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

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等内容;《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2015—2020)》中则规定了“增强公众参与实效”、“决策机关应当跟踪决策执行情况和实

施效果”等内容。法治实效任务之所以被空前强化,主要是因为法治建设中存在种种实效不佳的问

题。有人提出,“我国的法律制度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实效性危机’”[2]132;有人呼吁,必须推行富

有实效的法治[3]。在法治建构行动中,“法治实效”是一个关键性的考量因素。它通过科学揭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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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建构的行动效果,借助社会监督、部门竞争、干部晋升机制,有效激发法治建构参与者的动力,并
辅助其确定下一步行动方向以破解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形式主义难题。如果忽视法治实效的考量,
法治建构行动将面临合理性乃至合法性的严峻拷问。因此,深入探讨“法治实效”这一议题具有理

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二、国内研究:从法律实效到法治实效

在我国,关于法治实效的研究由来已久,以往的相关学术成果清晰地呈现了它的发展轨迹和特

点,不仅出现了从法律实效到法治实效的跨越,也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典型研究范式,为法治实效的

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法律实效及其研究范式

早在1989年,学界就开始重视“法律实效”的研究,那时还没有使用“法治实效”这一术语。赵

震江等在《中外法学》上发表了《论法律实效》一文,从主体、制度、文化等方面详细论述了法律实效

的主要实现条件[4],对法律实效的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
最初,学界采用的是单纯定性的研究方法①。从内容上看,法律实效的研究发端于对概念的界

定以及对相近概念的区分,后来逐步扩展到法律实效的影响因素、实现路径及研究意义等内容,无
一例外都采用了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法律实效的内涵界定。法律实效是法律贯彻与实行并获得公民和政府遵守的程度[5]。衡量

一个国家的法制状况并不仅在于法律数量上的多寡,关键在于法律得到实施与遵守的程度。法律

实效与法律效力之间有一定联系,但也存在显著区别。法律效力是法律实效的前提,而法律实效是法

律效力的继续,是从静态转入动态的表现形式,比静态的法律效力更有意义[6]。此外,张骐认为,法律

实效与法律效果、法律效益三者之间在概念上也有重叠,分别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法律实施的状况[7]。

2.法律实效的诸多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赵震江等学者认为,法律实效主要受主体、制度、文
化等因素的影响[4];屠世超则认为,法律实效在更大程度上受法律自身内在因素的制约[8];王佳明

提出,法律实效的最终实现必然受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法律运行环节的影响[9];此外,杜敏提

出,法律实效不可避免地还会受到个体、体制、法律监督、法律环境等诸多间接因素的影响[10]。由

于分析的着眼点不同,学者们所探求的实现路径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上反映了法律实效实现路

径的系统性与复杂性特征。

3.加强法律实效研究的重要意义。从理论层面看,能够完善法理学[11];从实践层面看,有利于

挖掘改进法律实效的积极因素和制约法律实效发挥的消极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升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实效[12]。
以上研究均单纯采用了定性的研究范式。尽管定性研究范式具有概括性强、所涉问题领域广

等优势,但其缺陷也十分明显。比如,因为研究者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检索与分析的方式获取信

息,容易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全面、不准确;又如,研究者信息处理能力不足,仅能实现静态观察而无

法满足动态研究的要求;再如,受研究主体主观因素影响较多,必然会导致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不

足[13]。因此,定性研究范式的诸多弊端引起了学界对法律实效研究范式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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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定性研究是在法律的整体实现及其实现的社会效果这一宏观范围内衡量法治实现的状况、程度,分析、判断法律整体的实

效,得出一个适当的评价结果。参见黄建武《法的实现———法的一种社会学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8页。



以法律实效评价为研究的突破点,学界表现出了改变单纯定性研究范式的努力,但最终并没有

真正推出定量研究范式,最多仅发展到了对定量研究范式的定性研究上。郭立新认为,在依法治国

的今天,法学研究不能再忽视对法律实效的实证分析而仅仅注重对法律本身的注释,加强对法律实

效的社会实证分析,是每个法学理论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所面临的共同任务[14]。姜丛华认为,可
以从量与质两个方面对法律实效进行评价,要保证评价结论的正确性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获取大量可靠的实证材料[15]。谢晖认为:“法律实效总是客观的,它总是可以被我们用统计学的原

理统计出来(如诉讼率、犯罪率、违法率以及法律执行率的数量统计),也可以被我们的心理所感觉

得到(如人们对政通人和、秩序井然、人民自由的心理感受),这些都为人们评估法律提供了现实的

可计量或可客观描述的条件。”[16]此时,尽管学界出现了开展定量研究的学术声音,但可能基于定

量研究的条件、环境与经验的局限,法律实效的研究仍然沿用着定性研究范式,并没有真正推行定

量研究范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实效评价的准确性。

(二)法治实效及其研究范式

法治指数的出现是法律实效及其研究范式出现质的转变的标志。以浙江余杭为实验场域,余
杭法治指数课题组从整体上设计出了一套能够准确反映该地区法治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深入实

践调查,完成了数据采集与测评工作,并于2007年发布了我国第一个法治指数,年度发布一直持续

至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概念以及相关理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酝酿并被提出的。学者们认

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就是针对法治实效的研究。从法律实效研究转向法治实效研究,特别

是法治实效的量化研究,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其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从本质上讲是研究对象的重大变化。从研究范畴上看,法律

实效研究与法治实效研究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法律实效仅关涉制定出来的法律的实施状况,
那么法治实效关涉的是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法治运行环节动态的、综合的呈现。事实上,“法律

实效”从来就不应是单纯的“法律”的实效,起码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尚面临着健全与否的拷问,即
便实施状况良好,也难以达至良法善治的预期,因此必须采用纵贯法治全过程的动态观测体系。那

么,为何出现了“法律实效”这一概念? 笔者认为,法律实效只是法治的时代性定义所造就的临时性

表述。法治的原初含义是通过制定法律、运用法律调整社会生活关系,形成社会生活的法秩序。在

此定义下,学界设计出了“法律实效”这一术语,但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又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更为

宽厚的法治含义:在形式意义上,法治还意味着对法律至高权威的强调,意味着在处理与公权和私

权相关问题上严格坚持合法性原则;在实体价值追求上,法治还意味着“良法之治”[17]。在此定义

下,“法律实效”这一术语已远远不能匹配法治的范畴与要求,改称“法治实效”已成必然,如此才能

表达实现法治实效的全局性、动态性,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法律制度这一单一层面。从地方法治先行

现象来看,提法上出现的一些微妙变化或许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000年前后以“依法治×”为主,

2004年之后则普遍改称“法治××”,除了体现地方法治建设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之外①,很明显也

表达了从固化的一维到动态的多维的转变。

2.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是研究范式从定性转变为定量。如何达致法治实效动态的

良好呈现? 过去单纯的定性研究面临着很大的局限性,为此,诸多学者提出,定量研究具有功能填

补效果,应切实推行定量研究。但要求已经习惯于纯理论、纯文本式研究的学者突然转到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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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法治×”阶段的地方法治建设具有被动性,其基本路径是贯彻中央法治、执行国家政策;“法治××”阶段的地方法治建

设则具有能动性,着力建立并推进以地方社会为基础的地方法治发展战略。参见付子堂、张善根《地方法治建设及其评估

机制探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125页。



上来,客观上确实存在很大难度。因为定量研究不仅是新的研究技术的引入,还是研究空间上的转

移,即要求从书斋转入实践。从理论到实践,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难以跨越。中国法治实

践学派之所以能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促成法治实效研究范式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除了客观上受

很多外部有利条件促成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学派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最

大的特征就是强调“实践”[18],以中国法治实践为问题导向,以探寻中国法治道路为目标,以实践哲

学为理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常规范式,倡导实验方法,倡导知行合一的精神[19]。中国法治实践学

派要求在实践中以定量方法观测法治实效,在行动中建构实效路径,为法治实效研究提供了全新视

角和动态思维。

三、国外的学术资源:皮尔斯实效主义及其启示

国外存在不少有助于法治实效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比如美国著名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

(CharlesPeirce)的实效主义(Pragmaticism)①。皮尔斯实效主义思想具有代表性与针对性,可以

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法治实效研究提供借鉴。并且,皮尔斯的实效主义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所秉持的

基本精神有诸多契合之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法治实效研究范式转变的合理性。

(一)在实践中探求实效

“实效”是皮尔斯理论的核心论点,它指明了人们的行动目标与意义。“考虑一下你的概念的对

象具有什么样的、可以想象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效果。那时,你关于这种效果的概念就是你关于这

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20]22人们在开展一项行动时如果完全缺乏“实效”观念,那将是无法想象的,
最终会导致行动偏离方向甚至失去实际意义。皮尔斯的这一主张正好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相契

合。“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注重实效,主张一切法律和法治措施都要由效果来检验。”[21]实效应在实

践中探求,皮尔斯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实效提供了理论启示。
无论是实效目标的确立还是实现过程,单靠无谓的争论是行不通的,必须结合实践来完成。

皮尔斯认为,没完没了的“误解和争论使得实证科学的最高成就变成无所作为的文人的一种单

纯的消遣,一种像下棋那样的游戏:无所作为的快乐就是它的目的,啃书本就是它的方法”[20]12。
这并不是要完全排除思辨在其中的作用,而是要清除那些毫无意义的思辨,只保留那些与人的

行动相联系的部分,皮尔斯由此阐明了自己的实践观。他反对脱离实践而空谈效果,主张对实

践具有影响力的概念、观念并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确定实效目标并予以

实现的过程就是“实践思考”的过程,通过考虑实践的作用、实践所造成的事实和结果来完成整

个行动任务[22]32。
皮尔斯进一步强调,人们的行动受过去与未来实践的双重影响。“我们把我们的行为建立在我

们已知的事实之上”[20]38,这是皮尔斯对过去的实践所持有的态度,即主张只有尊重并参照过去的

实践经验,人们才能从中获得确立实效目标的客观依据。此外,皮尔斯提出,“结论必定指向未

来”[20]39,由此重申了人们行动的实际意义,即应该对未来实践产生符合实际的良好影响。在此意

义上,人们行动的实效目标必定源于实践发展的客观需求,最终形成的成果也必须回归到实践并用

于指导实践;脱离实践的实效目标只能是一种奇思妙想,不可能有实际意义。一向以实践为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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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世纪70年代,皮尔斯创设了实用主义学说,被公认为“实用主义第一人”。但他认为他的哲学核心是实效,有别于詹姆

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1905年4月,皮尔斯直接将其实用主义改称为“实效主义”。参见[美]皮尔斯《皮尔斯文选》,
涂纪亮、周兆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 7页。



征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考量法治实效时应强化“实践思考”,加强调查研究,发挥过去与未来实践

经验在推进法治建设方面的双重效果。

(二)用实验方法探求实效路径

在实效目标确立之后,何种方法更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就成了整个议题的关键。人们付诸实

际行动并最终实现实效目标靠的是内在坚定的信念①,在此意义上,如何树立信念就成了关键一问。
树立正确而坚定的信念需要科学的方法。实践中出现了四种确定信念的方法,即固执的方法、权

威的方法、先验的方法以及科学的方法。皮尔斯偏爱科学方法。作为一位实践科学家,皮尔斯参与了

科学方法的实践并极力将科学方法推广到信念确定的其他领域[23]236。在他看来,仅凭个人意志来确

定信念的固执方法毫无可取之处。仰仗国家的组织力量和暴力从政治上确定信念的权威方法,虽然

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发挥过作用,但在现代社会单靠这种方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没有一个机构能

够控制住各个方面的意见,只有那些极其重要的意见受到控制,在其他方面必须让人们的思想接受自

然原因的支配。”[20]77对于肯定每个人心中皆有共同的先验原则并通过集体讨论来确定信念的先验方

法,虽然具备了“集体讨论”这一民主要素,但因为与现实脱节而缺乏可适用性。在对其他方法进行了

细致的分析评判之后,皮尔斯选择了科学方法,并将其视为能够提供具有“外在永恒性,而不存在主观

偏见的”信念的方法。
在科学方法中,皮尔斯最珍视实验方法,确定概念意义的方法无非就是实验的方法。实验

在满足实验者、可加以证实的假设以及对假设真理性的怀疑等条件下开展。在此方面,皮尔斯

又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主张不谋而合。“中国法治建设并无经验可循,以实验的方式、以探索

性的姿态进行法治实验是有效方式。”[24]在实验过程中,需要“直接讨论实验者借以挑选某些可

辨别的对象,以便对之进行操作的那些选择活动;其次谈谈实验者用以改变这些对象的外部的

(或准外部的)行动;再次,谈谈实验者观察世界对他的活动所做的反应;最后谈谈实验者从该实

验中获得的教益”[20]14。皮尔斯将研究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应用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为法治实效

探索提供了具体可行的科学方法。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一开始就采用了实验方法,在余杭法治指

数、湖州阳光司法指数、杭州电子政府指数运行中都有所体现,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运用实验

方法达到理想“探效”的目的。

(三)检验是保证实效的必要环节

“一切实验都要讲究实验效果,而法治评估就是检验实验效果的方法。”[25]中国法治实践学派

的这一论点指明了实效检验的必要性,皮尔斯实效主义中的检验论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
检验论强调理性认识应与理性目标相统一,由此创设了效果检验的必要性前提。皮尔斯这一

理论的最突出特征“正在于它确认在理性认知和理性目的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强调理性认

知对于实现理性目的的指导作用,实际上就是强调实然与应然的不可分离[2]138。在皮尔斯看来,思
想、观念和制度是理性认知的结果,具有工具性意义,被用于实现理性目标。但显然,思想、观念和

制度在实践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种效果,一是预期效果,二是实际效果。在实际效果实现之

前仅是预期效果,这是强调理性认识与理性目标之间紧密联系的基础。预期效果总是指向未来的,
由经验、实验抽象出来的普遍性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预期效果是理性认识为了实现理性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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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方向,要转变成实际效果还有赖于人们的实际行动。通过人们的实际行动产生的实际效果往

往与预期效果之间存在偏差,而这种偏差正是检验的目标所在。皮尔斯强调应通过检验来发现这

一客观存在的偏差,追根溯源地研究产生偏差的内在原因,审视实效路径的合理性,并根据实效对

实效路径做出相应调整,使行动的实际效果尽可能地接近预期的实效目标,由此构建起他的检验

论。该论点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提供的重要启示是,法治评估的纠偏功能必须有效发挥,如果仅

“评”不“纠”,必将削弱法治评估制度推进法治建设的预期功能。
尽管因为注重行动、追求效果而被一些学者认为太过世俗,但实效主义因其特有的理论优越性

仍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它冲破了脱离实际的学院哲学的桎梏,将哲学与生活密切联系了起来,使
哲学成了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时代精神[26]1;它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行动哲学”、“生活哲

学”,而且它在美国不仅仅是一种哲学,也是广泛的社会实践[27]39。以上评价并非言过其实,从实效

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背景来看是恰当的、中肯的。实效主义正好诞生于美国独立前后,国内与国际环

境极为复杂,各方面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在此背景下,如何激发国人积极参与到建国、固国与

强国的行动中来,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十分紧迫。对于最初来自欧洲的美国国民而言,欧洲贵族高

雅脱俗、脱离实际的思辨玄想,与生存无关的哲学问题,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为了生存,他们更注重

行动、功利和效果[28]109。可以说,实效主义是真正契合了美国当时实际情况的哲学,是培育国人的

求实精神和进取心的哲学,是极大推动美国迅猛发展的哲学。任何一个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

有相似境遇的国家,都具备适用实效主义的客观需求与环境。根据皮尔斯实效主义所给出的启示,
中国要有效克服法治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并取得实质性成效,必须改变单纯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必须

切合实际地开展法治建设行动,必须运用科学方法来探索实现法治实效的理想路径,从而确保实效

路径的科学与高效。

四、法治实效为何不佳

法治实效之所以状况不佳,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

法治实效,本文仅从法治推进的主体角度展开分析。法治推动力中,包含了官方主导力、民间原动

力和职业建构力等多方力量①。在法治推进过程中,政府、社会公众、法律人,作为官方、民间与职业

阶层的各方代表,基于自身不同的利益诉求扮演着不同角色。他们一方面是法治建设的动力主体,
另一方面则因各自的内在属性或利益诉求而形成了不同程度的阻碍因素,造成了法治实效状况不

佳的后果。

(一)政府的弊端

在法治建设启动之初,由于市场、公众参与、竞争机制等尚未发育成熟,权力主要集中于政府手

中,法治建设必须以政府强力推行和大力促进的方式展开,作为第一推动力的政府角色由此确立。
相比普通的组织和个人,政府在实现法律实效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4]。政府拥有强大的社

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可以有效消除法治建设初期的各种阻力并确保法治实效的实现。但是,政府作为

法治建设的动力主体并非完美,随着法治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它的劣势也日渐显露,并成为实现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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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锡锌《公众参与和中国法治变革的动力模式》,载《法学家》2008年第6期,第90 100页;孙笑侠《搬迁风云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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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的障碍。其弊端在于:

1.容易产生与民争利的现象。在法治建设中,政府以及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的群体为了维护

自身利益,有可能衍生出阻碍法治推进的强大反动力。比如,在行政法实施过程中,作为核心行为

主体的政府根据自身的生存环境,往往做出与法律指引方向相背的利益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虚置或

瓦解了已有的法律规则,这是行政法实效短缺的根本原因[29]。再如,某些利益集团为了保持既得

的垄断性权益而成为改革的阻力[30]。

2.容易滋生对抗性观念。政府主导下的法治建设容易局限于体制内循环,造成法治目标的局

限性,也无法与社会形成开放、良性的互动,最终会因为这种自我封闭而逐渐失去活力[31]。此外,
基于行政效率或维持秩序的考虑,政府往往习惯于运用强权以高效解决问题,忽视了与社会利益团

体及公众进行富有意义的协商对话,容易引发社会群体性对抗,致使政府努力追求的法治实效受到

影响。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3)》就证实了这一

点:大部分地方政府建立的矛盾化解机制的实效性值得质疑[32]。

3.容易树立形式主义作风。由于上级政府对下级的工作监督存在诸多盲点,通过行政系统内

政治动员而推进的各项工作对日常工作尚无法形成持续、有效、实质的约束[33],形式主义作风因而

具备了蔓延之机。在法治建设中,一些地方政府对依法行政的组织推进工作呈现模式化、套路化,
停留于口头承诺,缺乏实质举措[34]。这类现象一方面确实由法治推进中客观存在的巨大阻力所

致,另一方面则是形式主义作风的后果,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法治实效目标的实现。

(二)公众参与的局限

“法律发展的重心自古以来就不在于国家活动,而在于社会本身。”[35]429社会公众是法治的内

生动力主体。“将法律交给人民群众,必然会促进全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并将这种意识转化为公众

对其自身权利尤其是私权(民事权利)的关注和维护的具体行动,成为推动法治发展的一股重要力

量。”[36]如果法治建设中出现社会公众缺位,就如缺失了滋养的土壤,法治实效将难以实现。“如
果要将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改革推动力并为改革结果提供正当性资源,参与者的角色必须是充实的,
参与过程必须是‘富有意义的’。”[37]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公众参与情况并不理想,这也是法治

实效不佳的重要原因。概括而言,这些不利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参与主体自身条件的局限。由于当前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与素养普遍偏低,在参与立法、司
法与执法等活动中无法正确、充分地表达其观点和意见。相关权力部门考虑到公众参与能力的局

限,在专业性与技术性较强的法治建设活动中,为降低运行成本或节约决策时间,只吸纳专家意见,
而将普通公众排除在外,从而剥夺了利益相关公众的参与权与知情权。此外,公众参与理性也存在

很大的局限。根据迪尔凯姆的研究,“沉睡”的社会(社会整合的缺失)和“亢奋”的社会(社会整合的

过度)同样危险。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轨时期,体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表面“亢奋”,实质“沉
睡”[38]。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公众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参与意识,但严重缺乏参与理性。一方

面,社会公众缺乏参与法治建设的理性认知,参与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也缺乏参与的规范意识,引
发参与的无序化,甚至产生风险。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众更青睐于通过网络与自媒

体等渠道参与法治建设,但规范意识的缺乏往往容易使公众参与偏离初衷甚至陷入抽象愤怒与集

体狂欢、民粹主义下的“无社会组织”后果、话语和行为的无理性破坏等困境[39]。

2.参与主体外在条件的束缚。除了公众自身的局限外,还有外在条件制约,具体包括参与信息

不足、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效果不明、参与保障缺位等,都会造成法治实效不彰。公众参与的先决条

件是了解与决策相关的信息,然而,由于政府往往根据自身意愿利用掌握的信息来控制公众参与

度,使公众难以充分掌握信息。目前的参与渠道不畅也是一大障碍,虽然法律规定了听证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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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会等渠道,但这几种渠道的属性大大限制了参与主体的公众性,起不到吸纳公众充分参与的

作用。而在公众参与之后,因为不清楚意见的采纳情况,其参与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极大影响。
在公众无法有效参与的情况下,也没有相关的保障机制获得及时救济。这一系列外在条件严重

束缚了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效度,使公众作为法治动力主体的角色无法得到理想展现,从而影响

了法治实效的实现。

(三)法律人的缺憾

“正义的品质更多地依赖于那些执行法律的人的品质”[40]1。实践中,从事立法、司法、执法以

及法学研究的群体,被称为“法律人”,他们作为一线法律工作者,“处于国家机构与市民社会的衔接

部位,起着法治秩序的安全阀的作用”[41]198。在法治建设中,法律人的整体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法治实效的高低。理论上,法律人应该是法治的坚定维护者;但事实上,法律人的违法、避法以及

恶意运用法律的行为对法治的伤害最大[42]。造成这一弊害的原因除了体制因素外,最为主要的是

其自身素养上的缺憾:

1.职业道德有待提高。法律人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遵守法律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

要求法律人应树立起法律信仰。“法律人法律信仰的缺失,必然导致对法律的轻侮,其结果必将危

害法律及其适用,伤害社会公正。”[43]但实践中,大量法律人只围绕自身或部门利益而奔忙,置社会

公平、公正于不顾,这必然会对国家法治造成极大的伤害。一个国家社会的民主法治水准不可能超

过该国法律人的平均水准。因此,如果法律人的职业道德严重缺失,势必会影响全国的民主法治

水平[44]498499。

2.职业技能低下。法律职业技能决定着司法或执法的质量与效率,衡量法律人法律职业技能

高低的标准有:以智慧和经验填补法律的空白、以人性与情理疏释法律的刚性、以合理和精准确定

法律的尺度、以爱国与敏感弥补体制的缺陷[45]。在实践中,法律人因为知识面过窄或实践经验不

足,出现了普遍性的法律职业技能低下的问题。苏力曾提出,法律人的一个普遍弱点是对法条和某

些“好词”太专注、太迷信,缺乏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知识[46]。应飞虎则通过对法律人视野的专

门调查研究发现,由于视野的障碍,法律人对法律问题的观念可能不务实、想当然、理想化,因而对

制度变迁的指导力有限[47]。

3.执业方法偏执。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方法之争由来已久,法律人执业出现了普遍偏向某一

种方法的极端现象,影响了法治权威与法治信仰的树立。对此,孙笑侠指出,法律人不能拘泥于法

律规则和概念逻辑,但也不能刻板地不作结果主义的考量,应兼采两种思维方法来执业[48]。另外,
目前在法学研究中仍然存在多数唯理主义者,他们最大的兴趣与志向便是躲在书斋中进行法治理

论建构,脱离法治实践,忽视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通过文字游戏与逻辑推理的方式发明创造一些

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法学理论。“这种习惯于从‘法理学模式’来理解中国法治的研究,会受既定规则

与法理逻辑的局限,而无法回应社会转型与变革。”[49]

当然,法治实效不佳并非单纯由法治推动主体一种因素造成,而是体制、制度、文化等诸多其他

因素综合影响所致,但主体因素是最为主要、最为根本的,其他因素无不源于主体因素。从法治推

进主体反映出来的法治实效不佳的状况,直接揭示了采取措施以实现法治实效的迫切性。

五、法治评估倒逼法治实效

如何实现法治实效? 实现法治实效有多种途径,法治评估是一种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

倒逼机制。虽然法治评估已经成为中央顶层设计内容,但其作用并没有真正显现。虽然法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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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透明指数、司法文明指数、法治政府评估等各种内容已经开展,但同样面临着实效之问。法治

评估远没有满足实践需求,诸多法治建设环节存在评估缺位。因此,如何通过完善、推广法治评估

机制来提高法治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程

法治评估机制本质上是实效主义的检验方法,不仅可以用于把握各法治实效影响因素的正负

作用度,也可以用来观测各法治实效实现举措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还可以用于衡量全国或区域、整
体或局部的法治发展水平。法治评估是实现法治实效的重要路径,应当贯穿于法治建设全程,发挥

预测、引导与评价等功能。
法治实效受多种因素影响,各参与主体、法治环节以及实现方法都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子,这

些实现条件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共同作用而形成法治实效的路径(参见图1)。整个路径图显示,
法治评估处于核心位置,链接着法治实效实现的各种其他要素,贯穿于法治建设全程,是实现法治

实效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助力法治实效实现的整个过程中,几个关键性环节特别值得关注:

1.法治实效的实现之路应始于现实可行的实效目标。实效目标需要借助调查研究之力汇集立

法、司法、执法、守法各法治环节的实践经验来制定,在经可行性评估后被输送到法治建设的推进工

作之中。

2.法治实效的实现离不开实验方法,所有重大的制度创新都应接受实验验证。只有在实验结

果通过评估之后,才能投入到法治建设实践中。否则,直接投入应用的创新性制度有可能达不到预

期效果,甚至会产生偏离法治实效目标的作用力。

3.法治实效与法治推进主体的法治精神成正比,科学地引入公众参与可以有效培育法治精

神。为此,一开始法治评估的制度设计中就嵌入了公众参与机制。法治推进主体,特别是社会

公众,除了直接参与法治建设之外,还可以通过法治评估这一路径实现参与的愿望与诉求。法

治评估可以使不同社会群体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通过定量或定性的研究方法参与其中,由此在实

现法治评估结果准确性与可接受性的同时,也培育了全社会成员的法治精神,但关键要保证法

治评估中的公众参与实效。

图1　法治实效实现路径图

(二)结合实践制定法治实效目标

在法治实效的追求之路上,科学设定法治实效目标是基础和前提。只有在合理目标的指引下,
法治建设行动才能更具方向感、更具高效性。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

纲要》首次明确设定了十年左右基本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这一法治目标的设定史无前例,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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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上下积极投入法治政府建设实际行动的热情,但后来,实践证明该目标并未实现。由于缺乏实

践调查而过于乐观地预估了法治政府的建设基础和策略功效,造成了依法行政十年建设目标在一

定程度上的失准性,引发了法治政府建设中急功近利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为此,2012年11月,中
共十八大对此目标进行了修正,改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设定法治实效目标是一项科学性要求极高的工作,不仅需要到立法、司法、执法与守法的具体

法治实践中开展调查研究,还需要在目标执行前进行可行性评估。设定法治实效目标的过程就是

对中国法治现状与发展规律精确盘点的过程,实践调查是其中的必经环节。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
能了解实际情况、总结经验,为做出正确决策创造条件,为检查决策的偏差和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提

供第一手材料[1]533。以余杭法治评估为例,从法治的九个方面深入实践开展调查,对除立法之外的

司法、执法、守法三个法治环节进行了细化展现;调查覆盖区级机关、乡镇、农村社区;调查对象也十

分广泛,不仅包括内部评估组,还包括外部评估组、评估专家组以及公众。以上设计力求全面客观

地展现余杭法治样貌。余杭法治建设几乎每年都能步入新台阶(参见表1),与为期八年来连续开

展的以调查研究为前提的法治评估是分不开的。没有细致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准确把握余杭法

治发展之优劣得失,就难以准确设定下一步发展目标。

表1　2007—2015年余杭法治指数详表

项目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总指数 71.6 71.84 72.12 72.48 72.56 73.66 71.85 74.01 75.70

公众满意度 76.96 71.99 68.79 66.38 67.15 70.20 70.16 70.79 72.42

内部评估组评分 68.27 73.67 78.91 79.66 76.93 75.96 78.61 76.66 79.40

外部评估组评分 64.18 69.80 75.27 78.29 73.54 74.13 73.14 79.50 78.09

专家组评分 71.61 71.77 69.83 72.02 75.75 76.08 69.89 73.02 75.98

在初步设定法治实效目标之后,尚不能直接转入执行阶段,还应进行全方位的可行性评估。可

行性评估应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准确定位目标的实施基础、环境及各主要影响因素,综合建构起未来

一定时间段内法治目标实施的模型,从中观测法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可行性评估的法

治目标,才能投入到法治实践的执行环节。

(三)法治建设方案需经实验验证并评估

在法治实效目标确定下来的同时,还需要设计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的整套方案。法治建设方

案可行与否,直接影响着实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应尽可能地确保其科学合理性。推进法治建设往往

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由此可以想象一套法治建设方案的复杂性。如何确保法治建设方

案的科学合理性? 皮尔斯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一致选择了实验方法。“法治实验的特点是自觉地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特定法治场域为实验点,以社会调查、量化分析为方法,以探索和认识法治实

践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探寻最优化法治道路为目的,反复试验观测法治方案的效果。”[21]

根据实效主义的方法论,通过法治实验来确定法治建设方案的科学性是确保法治实效的绝佳

路径。实效主义主张实验是探索理性认识与理性目标达到统一的最佳科学方法。在实验过程中,
可以对理性认识与理性目标不断进行调试,直到两者协调统一。当实践结果(包括每一阶段性结

果)与实践目标(包括每一阶段性目标)之间出现偏差时,实验主体必须调节实践手段。这种调节,
或者表现为改变计划、方案等实践手段,并调整实践活动本身;或者表现为进一步完善原定的实

践目标、实践观念,使其与客观实际和实践活动的现有水平更趋一致,如此循环不断直至实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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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实现[50]251。法治建设并无现成的经验可循,加之法治环境与条件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

中,静态的法治建设方案与目标之间出现偏差的概率很高。唯有在区域法治建设实践中广泛开

展具有试错性质的法治实验,不断调试法治建设方案与目标之间的关系,才能设计出保证法治

实效的最佳方案。
不过,经过实验探索设计出来的方案需要接受评估。只有经过实验与评估两道验证机制的检

验,才能基本确定法治建设方案的科学合理性。浙江余杭的法治建设方案、杭州市的电子政府建设

方案、浙江湖州的阳光司法方案不仅接受了场域性实验的验证,同时也通过了评估机制的检验。

(四)增强法治评估中的公众参与实效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正如皮尔斯实效主义

所倡导的信念,一旦在全社会树立起来,无论是政府官员、法律人还是社会公众就具备了法治信仰,
法治习惯就会慢慢生成,法治实效也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因此,如何有效树立起法治精神就是问题

的关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规定,“增强公众参与实效”。法治评估的公众参

与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法治精神培育方法。法治建设部门、学界专家以及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法治评

估,使学界专家的智识与公众的期望充分反映到法治建设实践之中,在保证了法治建设决策科学合

理性的同时,也培育了公众的法治精神。然而,实践中法治评估的公众参与度往往得不到保证,严
重影响了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性以及公信力。

如何增强公众参与法治评估的实效? 一方面,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力求科学。法治精神的弘

扬建立在对法治的基本认知之上,因此,改变公众关于法治不可捉摸和难以评判的观念,是公众

参与法治建设的基础。在法治评估的制度设计中引入法治的操作定义,用一套法治指标体系来

展现法治的内在要求,通过由虚向实、由抽象向具体的转变,使原本难以理解的法治概念转变成

社会公众所能够直接感受与衡量的细化指标,使公众审视、参与及监督法治建设进程成为可能。
因此,在公众参与的基础上设计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是实现公众参与法治评估的前提与基础。
另一方面,务必使社会公众充分参与评估。使公众充分参与法治评估过程是保证公众参与法治

评估实效的核心环节。通过外部评估,将公众实质性地引入法治评估过程,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以余杭法治指数为例,参与法治评估的主体,除作为内部组的权力部门工作人员和作为外部组

的非权力部门专业人员外,还包括人民群众与专家。应该说,除了内部组的权力部门工作人员,
其他参与主体都可以列入公众范畴。按此计算方法,公众参与比重高达82.5％①。公众参与的

高比重是基础,此外,还需配套其他有效机制来保证公众的实质性参与,如信息公开、沟通、监
督、申诉等机制。

六、结　语

法治中国建设务求实效。国内学术界对法治实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以法治实效

为目标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将促进法治实效研究。皮尔斯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重要论点上

有相通之处,都强调实践、实验、检验,彼此相互印证,共同为法治实效路径探索提供了经验支

持。法治评估能倒逼法治实效,以法治评估为基点,可以建构起一个系统的法治实效实现路径

图。法治评估是贯穿法治建设全程并保证其成效的制度设计。要真正发挥法治评估机制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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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用,还需深入挖掘其功能优势,全面拓展其应用领域。在法治实效的追求上当然要遵循法

治自然演进规律,不能过于急功近利[51]。但法治实效的实现毕竟是有路可循、有方法可运用的,
法治评估就是路径和方法之一。可以期待,科学运用法治评估方法将对法治实效的实现产生重

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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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浙江大学哲学系创建之际贺麟佚函一通

陈　静
(浙江大学 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310028)

1946年初,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张其昀拟聘请贺麟来浙大执教,并筹办哲学系。贺麟此时主持哲学编译会,未
能赴浙大,遂致函张其昀、国文教授郭斌龢、哲学教授谢幼伟(后任哲学系主任),推荐韩裕文、张世英、郑昕。原函如下:

晓峰吾兄大鉴:
晓峰、洽周、幼伟三兄均鉴:弟未能应约来浙大与诸兄共同努力于此区此学之宏扬,衷心怅惘歉仄,非言可宣。兹

为使浙大新成立之哲学系与北大哲学系以弟所主持之哲学编译会有密切联系,充分合作起见,拟请北大哲学系台柱教

授之一郑昕先生、哲学编译会最得力最有成绩之编译员韩裕文先生及联大哲系本年毕业成绩最佳之学生张世英君举

荐于兄等之前,听兄等与竺校长商酌择聘一人或二人,实无任欣幸。万一尊处有何困难,对弟所荐三人,皆不能聘,弟
亦必能充分谅解,绝不敢见怪。郑、韩二先生与宾四先生友谊亦笃,兄等尚可微询宾四先生意见以资参照也。浙大如

能先聘郑昕先生,则一二年后,弟或亦可来浙大换郑先生回北大也。兹特详列三先生履历于另纸,希察阅见复为荷。
耑此顺颂教祺。

弟贺麟 谨启　　
四月二日　　

韩裕文字质如,山东莱芜人,年三十三岁,民廿七以最优成绩毕业于北大(联大)哲学系。曾任中学教员一年,住乐

山复性书院一年,专从熊十力先生研究中国哲学两年,熊先生诸作文本《新唯识论》序言中曾提及。民卅年至今,任哲

学编译委员会研究编译员五年,译有《西洋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册已出版)中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

四人之伦理学,并撰有长篇导言,并译有鲍桑凯(Bosanquet)著ThePrincipleofValueandIndividuality(已译成,在
校阅中)及TheDestiny&ValueoftheIndividuality(已译成一半)二书。且曾兼任昆明云南大学及中法大学逻辑及

哲学概论讲师各一年。能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逻辑哲学概论、鲍桑凯哲学、伦理学等科。为人性情和醇有礼,决
不会与人感情龃龉,编译会决继续聘彼,如浙大愿聘渠作月薪三百元以上(彼在编译会月薪二百八十元)专任之讲师或

副教授,麟可许其来浙大。
张世英,湖北汉口人,年二十五岁,为本年联大哲系毕业成绩最优者。彼在冯友兰班上得95分,在金岳霖班上得

85分,在麟班上得90分。毕业论文为《勃莱得烈思想研究》,系研读Bradley'sPrinciplesofLogic,Appearanceand
Reality,EssaysonTruth&Reality三书之综合叙述。颇有颖思,亦用功读书,英文根底好,为人亦平易。如浙大能聘

韩裕文君,则麟将留张君作哲学编译工作,以补韩君之缺额。如浙大愿聘张君任助教,则韩君不能离编译会。张君如

能在浙大任助教一二年,俟编译会有缺额时,仍可令其回编译会。
郑昕,字秉璧,安徽庐江人,年四十三岁,南开大学毕业,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及耶拿大学,专攻康德哲学共七年,亦通英

文。自民廿一至今,在北大联大任教十三年。著有《康德学述》一书,长十六万言,由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出版,刻在商务

书馆印刷中。为中国哲学界对康德哲学最有精深研究之一人。今年休假,在云南石屏研究。因家庭关系,下年不愿回北

平。如浙大相聘,彼当可向北大请假一年来浙大。彼十年前于麟所主编之《哲学周刊》上发表《德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一
文,洽周兄读之,甚多抄录,特写信询弟“郑昕为何许人”? 彼沉潜好学不鹜外,为人和蔼而无乖僻习气。

钱穆此后函称,贺麟、郑昕二人“交谊甚笃”,学术造诣亦在伯仲之间,“贺君通博,郑君专精,各有擅场”。1946年7月,
教育部函称,浙大增加哲学系事宜“请即由校备文呈部,以便签办”。贺麟推荐人员因故未被聘用。1946年12月,国民政府

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准浙江大学于1947年度设置哲学系。1947年4月15日,贺麟再度致函张其昀、谢幼伟,推荐韩裕文,称
韩裕文“性情惇厚和善且努力向上,一意学问,实不可多得之人才,谨为推荐”。张其昀致函校长办公室,拟聘请韩裕文为哲

学副教授,月薪360元,后提交聘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
韩裕文后于1947年秋到职,同年9月23日,竺可桢曾邀约韩裕文、张其昀、苏步青等进晚膳(《竺可桢全集》第10卷,

第540页)。韩裕文追随熊十力多年,是熊十力最为亲近的弟子之一,浙江大学哲学系聘任韩裕文,无形中为近代新儒家的

代表熊十力、牟宗三师徒此后执教浙江大学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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